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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儒学是中国的人学，中国的人学是君子雅士之学。中国人学重在实
践、重在审美、重在日常生活化。陶渊明以他的人格、诗文、情趣和生活实践，呈现
了儒学鲜活直观的生命。特别是他作为魏晋风度的余绪，集其大成，绽开了一朵生
命之花。他的生命与符号活动就是一部直见性命的儒学。陶渊明为中国的儒学承
载者———从传统士大夫到近代知识分子———树立了随时代而蓬勃生长的高地人格
和大雅风范，生发出一道关于儒学的人格和风范的活水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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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一言以蔽之，是中国的人学，是中国的正人君子之学。正人君子是做出
来，是格物诚意，直见性命格出来的，是全其大写人之生命的。君子不是一时一事
说出来的，正人也不是道德文章写出来的。孔子开创了原始儒学，也是一生“述而
不作”，其核心———“仁”的问题，到底还是自由意志在日常礼乐生活中践履的问题，
所以才有孔子终其一生写就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陶渊明继承和
发扬了儒学这一真诚率性体证之途，诗酒菊花桑麻为媒，开出了“面朝大海，春暖花
开”的亲近气味，在境界、在道德、在生存伦理和日常劳作生活上，儒学为体，玄论为
用，兼收并蓄，圆融实践，所形成的高地人格，其风范大化流行于隐士的诗酒之中，
沉着于躬耕劳作的岁功之中，在人世生活中超拔出一幅东篱菊花的通博大雅符号，
用生命彰显了儒学的微言大义。陶渊明就是儒学在日常生活中的人格样本，就是
儒学的极致形象，涵咏了中国儒学的高地人格和极品风范。

学习儒学重在体悟，重在实践，重在日常生活化。直见了陶渊明就是直见了中
国儒学的性命，直觉了陶渊明就是直觉了正人君子的生动气韵。陶渊明不是用繁
琐分析可以接近的，儒学是要通过对高地人格和极品风范的全身心体悟与实践，才
能得其精髓。

所谓“高地人格”，是借用于现代文学家林语堂的“高地人生观”一说。林语堂
在人生阶段做小结时说过：“我能成为今天的我，就是这个原因。我把一切归功于
山景。”［１］即归功于个体精神超脱、人格完整的精神追求。在高远脱俗、玄澹致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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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情趣上，静观宇宙、淡泊名利的陶渊明是林语堂的精神源流，也是中国儒学从
古代士人抵达现代知识分子的滥觞。

高地人格是在粗粝、粗鄙的现实中潜沉内转、磨砺生命的结果。陶渊明生活的
晋宋易代的时期，是汉魏以来中华历朝、政治、民族和文化大动荡、大变局时代的继
续，社会政治、民族关系和文化思想的矛盾十分尖锐。始于正始（２４０—２４９）时代，
一批人格独立的知识分子，在魏晋政权攘夺的夹缝中，以任诞为策略，“以清淡为经
济”，曲折表达自己的人生立场，开创了一代士人风流自赏的“魏晋风度”。“魏晋风
度”绵延至晋宋，陶渊明承传了这批名士的文化遗传密码，集合了“猛志逸四海”和
“性本爱丘山”两种志趣于一身，儒道互补，在平淡生活中艺术化人生，在田园诗文
中提升“自然”至美学之境，在士人文化人格的自由构建中，超越了“魏晋清谈”的矫
情内涵，进入到“隐逸文化”的新境界，扎根在董道直行、不卑不亢的儒学土壤里，富
贵不淫、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绽开出“魏晋风度”一棵最绚烂的人格花朵。

“君子之道并不异于人，而是通于人。雅即通，旁通四海，上下通千古，乃为大
雅之极。没有俗的君子，没有雅的小人。中国人称君子，都指其日常人生一切实务
言；中国人称雅人，则每指有关文学艺术的生活方面而言。”［２］陶渊明得益于魏晋时
期用道家之理来解说儒家之论的玄学理路，博取旁通，丰富了儒学的精神内容和表
现形式，作为“魏晋风度”的最高代表、自然主义美学人生的开创者，陶渊明一直到
宋朝，经过苏轼、朱熹的阐释与弘扬，才真正揭示其赋予儒学生命力的体证实践、其
人格姿态的丰富内涵和广阔前途，确立了其在文化、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所以，
陶渊明就是一雅人，是大雅之人，为大雅垂范。

陶渊明的人生和诗文成为中国儒学（乃至中国人学）的承载者———传统士大
夫———的人格范型和精神家园。

陶渊明———“魏晋风度”的最高代表

“魏晋风度”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专有名词，是魏晋之际名士风度的意思。“风
度”本用在品评人物，魏晋以降，士人对人物的品评由道德风范转向人物外貌，进而
扩展到人物的精神气质、人格风貌，“风度”逐渐成为构成或欣赏一个名士的着眼
点。魏晋名士大多出身于世家望族，有一种不同于流俗、甚至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
的言谈举止，是个人文化素质与精神状态在言谈与仪表上的反应。《世说新语》载：
“王子猷居山阴，逢雪夜，忽忆剡县戴安道，即时登舟造访，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
返。人问其故，答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３］其言词之高妙，精
神之超俗，一派名士风范由此可见。魏晋士人，追求的不是皓首穷经，衣锦还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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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他们放情山水，及时行乐，率真任诞，风流自赏，以游戏
人生的态度虚度岁月。随着时间的推移，士人们逐渐形成了率情任性，不务世事，
以隐逸为高雅、“以清淡为经济”的生活形式，行为举止多横斜逸出传统规范之外。
这种种行为举止又常常衍为风气，汇而聚之，于是凝结为魏晋风度，亦称魏晋风流。
正始才俊何晏、王弼，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江左领袖王导、谢
安，为不同时期风流名士的代表。这个独具特色的知识分子群体，由两汉的千人一
面、万众同声而走向张扬自我、个性解放，激起了中国历史上长达一百多年的思想
文化变革的浪潮。

“魏晋风度”的出现与当时的历史环境有密切关系。从士人的发展历史看，先
秦至汉初的士人都还是独立活动的游士，依靠个人的资质修名立身。自汉武帝崇
重儒学，儒士开始是以个人身份与政权结合，后逐渐培养起有分量然而仍是散在的
政治力量。但到了东汉末年，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汉帝国摇摇欲坠之时，汉末清
议名士们，互通声气，在儒家理想主义文化背景下，形成了一个社会群体。他们以
澄清天下为志，面对“邦无道，危行言孙”慷慨激昂地发表言论，是中国知识分子群
体意识最早觉醒的一批人。《后汉书·党锢列传》载：“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
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
公卿，裁量执政，悻直之风，于斯行矣。”［４］东汉清议，士人构成了与政权对立的社会
势力，作为一个重大的文化政治现象，直接演化产生了魏晋清谈。

由清议转向清谈，这后面有着残酷的现实政治背景。东汉末年，曹操“挟天子
以令诸侯”，以“非孝”的罪名杀了孔融。孔融是汉末清议与魏晋清谈的过渡人物，
孔融一死，清议绝响。到了曹魏代汉，三国统一的局面在望，但司马氏羽翼逐渐丰
满，也打着周孔名教的旗号，试图以“禅让”做伏笔来攘夺政权。魏晋士人又被搅动
起来，言谈矫世。一批中上层知识分子“非汤武而薄周礼”，思想极为解放，有的还
颇为出格，通过冲击正统的儒家礼教，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鲁迅在《魏
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曾提到“第一，他喜欢空谈，是空谈的祖师；
第二，他喜欢吃药，是吃药的祖师”的正始才俊何晏，从精神到物质，是标准的“五毒
俱全”的清谈名士，被尊为魏晋清谈之祖。由于政治上正言谠论，被司马氏耿耿于
怀，成为清谈名士中羁祸的第一人。竹林名士嵇康，即或不谈政治，却也“以名重致
患”。《晋书·嵇康传》载：“康将行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
影，索琴弹之，曰：‘昔哀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
时年四十。海内之事，莫不痛之。”［５］王夫之说：“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
绝。”［６］从此，竹林名士如不党附司马集团，就得以放达、任诞、佯狂来避祸。竹林名
士之首阮籍为逃避司马家的约婚，连醉六十天使对方开不了口；竹林七贤之一的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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伶一生未尝措意文翰，最终只写了一篇《酒德颂》。同样是谈老庄，气性大变。正始
重老，“性烈而才隽”；而竹林渐渐向庄倾侧，张扬庄子的虚无之气。清谈，亦称“玄
言”、“玄谈”、“谈玄”。玄远是清谈名士的共同特点，大多谈士都故意大而化之，汗
漫不着边际，示人以高深莫测。何晏“约美”见长，王弼近于“巧”，嵇康理玄而“俊”，
乐广善于“清言”。于是，知识与权力的公开对立以淡而化之而告终。

魏晋风度有着儒学文化理想与现实实用政治间抗衡斗争的深层背景，促成的
却是游戏人间的虚无主义的玄谈风尚。其原因，一方面是魏晋后期司马氏势力已
稳，知识与权力胜败之局已定，不愿与司马氏政权合作的名士只得消极对抗。另一
方面是儒家的理想主义在汉末清议至魏末清谈的较量中，暴露出虚幻的一面，儒学
只剩下维护权力才有效的实用功能。思想文化思潮便向老庄学说寻求出路，其间
正值佛学东渐，佛家思想也发挥了吸拒推引的作用。这一切促成了“其言洸洋，自
恣以适己”的庄老玄言成为中上层知识分子的风尚。清谈配合着一套做人的态度
和生活方式，“魏晋风度”成为后世的隐者、清客、斗方名士仿效的一种人格模式。

清谈不仅说理，也包含着辞例清新等内容，对语言和文学创作有非常大的影
响。随着谈辩的深入，也促进了艺术视野的扩大，大大丰富了诗歌创作的手法，使
文学进入了一个自觉的时代。清谈活跃人们的思维、启迪思想，使人们从玄理高度
看待社会问题，促进了人性的解放，使人格精神有了自由发展的空间。儒学千百年
来就是在与佛道殊学的斗争融合中，进出自如，幡然跃进的。魏晋玄学是儒学与道
学相交相融的结果，可以说，没有玄学，陶渊明隐匿自然，找到与王权相对抗的出
路，是不会如此通达，一直由苏轼接力，达致“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意志”之今日的。
儒学自汉代董仲舒获得独尊地位以来，有两次沉沦又复兴的过程，一次是魏晋道学
的引入，焕发出玄学，儒学得以规避做王权的附庸，开辟了自己的道统。另一次是
受到唐代佛学的打压后，到了宋代朱熹兼收并蓄，以理一分殊的原理，得以生发，儒
学融通而超越佛学得以更新勃发。第三次当是当下，西方主体理性哲学的挑战，在
牟宗三、钱穆，乃至余英时新儒家的回应下，儒学又比较好地应对了第三次挑战，这
个过程还在继续中。所以，魏晋名士清谈，骨子里是仁智兼尽的圣人之学，是发扬
儒学精神。

然而，“清谈”一直被权力和正统鄙疾为贬辞，有名的是“清谈误国”。王曦之也
说“虚谈废务，浮文妨要”。谢安反唇相讥道：“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谈致患
耶？”［７］谢安是魏末以来泳涵老庄思想最深湛，且能贯彻于行事的最完善的清谈名
士。他四十岁出山，淝水大捷，指挥若定，“大敌垂至，方游谈不暇”，真所谓“是真名
士自风流”，名士本质上是更为务实的。因为知识分子是社会上信仰最为虔诚的一
群，即使为政治所迫放浪形骸，骨子里也“不敢忘忧国”。何满子在《中古文人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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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激赞谢安系国安危、举重若轻的学养，称美他是“魏晋清谈的天鹅之歌”［８］。
魏晋风度流布一百年到了晋宋时期，其旁通四海，上下通千古；不异于人而通

于人的大雅之道，在陶渊明躬耕桑田的隐逸生活中得以集大成。陶渊明以乌托邦
理想“桃花源”，在田园自然中担待士人的终极情怀，被认为是以深刻的形态表现了
魏晋风度。陶渊明没有被南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收录是自然的，其人其文所达
致的境界，是魏晋风度的极致，只有后世才得以晓布。故今日李泽厚在《美的历程》
中激赞陶渊明“真正是魏晋风度的最高优秀代表”［９］。

结庐在人境———传统士大夫的人格范型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任荆、
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仕官已历三世。到陶
渊明年幼时，家道中落。他八岁丧父，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
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
得意，傍若无人”［１０］。陶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个性、修养，很有
外祖父遗风。陶渊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
子》、《庄子》，但也“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
之类的“异书”。他以祖先显贵为荣，赞扬曾祖道：“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踌
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从中可见展翅高飞、振
扬祖业的愿望。时代、家庭和个人阅读经历的影响，使陶渊明青少年时期就有“猛
志逸四海”的豪情壮志。但远大的抱负背后，是陶渊明才高气雅的情操。《晋书·
陶潜传》中说他“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羁，任真自得，为乡邻之所贵”［１１］。
所以，在他后来的仕途中，鹏鸟择木而栖，便时时以归隐相伴。

陶渊明２９岁时，初仕江州祭酒，由于“不堪束职”，很快就辞职归乡。后来江州
召为主簿，他未就任。第二次出仕，是在３６岁时，做荆洲刺史桓玄的僚佐。桓玄掌
握着长江中上游各州的军政大权，野心勃勃图谋篡晋。陶渊明既愤懑又失望，“如
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产生了归隐的念头。这年冬因母孟氏卒，按古代的规矩，
便辞官回家了。从３７岁到４０岁，陶渊明在家乡过了三年隐居生活，心情愉快，写
了不少诗篇。《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时运》等优秀诗篇都写于此时。安帝元兴
元年（４０２），桓玄举兵东下攻入京师建康，次年称帝。元兴三年（４０４）刘裕起兵克复
京师，杀了桓玄，任镇军将军，给国家带来一线希望。于是陶渊明第三次出仕，出任
刘裕的参军，赴任途中心情矛盾，“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又眷恋着田园生活。
第二年改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４１岁解甲归田。由于生活窘迫，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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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无奈，经叔父陶逵介绍，陶渊明又出任彭泽县令，任职仅８０余天。时值“郡遣督
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
印绶去职”。辞彭泽令不久，挥毫呵成《归去来兮辞》，抒发了辞官后的愉快心情：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
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辞彭泽令，是陶渊明一生前后两期的分界线。此前，他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
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此后，他坚定了隐居的决心，过起了“躬耕自资”的清苦生活。
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夫耕于前，妻锄于后”，是他
田园生活的写照；“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他隐逸心情的表达。“欢会酌春酒，
摘我园中蔬”是他邻里亲情的流露。“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是他穷捱灾年的纪
实。在后期，陶渊明并非没有再度出仕的机会，但他一一拒绝。晋朝末年曾征他为
著作佐郎，不就。刘裕篡晋建立宋朝，他更厌倦了政治，“卜生善斯牧，安乐不为
君”。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但是陶渊明在精神上却
恬然自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忙时耕耘，闲时赋
诗。陶渊明“结庐在人境”，在出世的高蹈中葆有温切的入世情怀，把亘古以来的田
园理想搭建在日常生活中，热爱生命，珍爱自然，实在难能可贵。自庄子作“逍遥
游”之想，古今多少浪漫之士，欲摆脱人间种种功利樊笼，而真能摆脱樊笼达到逍遥
游的自然状态者，又能有几人？“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渊明用自己的人生
行状、全部生命，不仅是返回田园自然，更是返回沉淀着儒家普世情怀的文化精神
自然。秉承了魏晋名士风度的陶渊明，通过结庐而在人境，超越了魏晋的虚伪矫
情，将高雅与凡俗有机集于一身，真正是一个清高洒脱、怡然自得、安贫乐道的隐士
“五柳先生”，为传统士大夫建构了新的人格范型。宋文帝元嘉元年（４２４年），江州
刺史檀道济到家访问，陶渊明又病又饿多日。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
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
也。”檀道济馈以梁肉，陶渊明麾而去之。［１２］

陶渊明饿死不为五斗米折腰。他改变了过去士人们对待王权的依附被动和曲
折心态，改变了战国游士以利为义、汉代诤士党讼结集、魏晋名士佯狂玄谈的尴尬
处境，闲隐乡间，农耕为乐，精神意志上与王权比肩，这是陶渊明集魏晋名士精神之
大成，划开儒生士人历史地位的一个新起点。自古以来，士人与王权关系有一个从
依附到独立的过程。从唐宋儒士“致君尧舜上”、“得君行道”，到明清儒士转向社会
启蒙，展开了开拓社会和文化空间的道义新途径，比如李贽讲学，面向布衣庶众。
陶渊明在这个历史变化过程中，为士人的崭新人格风范开出新面貌。他从隐逸开
始，与权贵对峙，规避权贵，所借用的思想资源是玄学，是孔融的父子母子关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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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背后其实是新的君臣关系，或者说是儒士与君王关系重新确立后的对等关系，
而非依附关系。由此发展出了后来的儒士要做帝王师，要用道统、学统来与王权对
峙。这也是为什么宋代苏轼，笑傲三次流放，“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
淡泊阔达心胸人格的精神渊源。这也是苏东坡能够发掘陶渊明，与之共鸣的缘故。
由此，开掘了一条士人行道之正途。“士在中国史上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传
统；……士的传统既是一活物，在一个接一个的内部‘断裂’中更新自身。”［１３］儒士
的位所，与帝王比肩，越来越高，越来越独立，这是从陶渊明开始的。

陶渊明死于元嘉二十六年（４２７），时年６３岁。死前曾留下《自祭文》，要求死后
轻哀薄，“不封不树”。但一千多年来，在他隐居的庐山修建的渊明墓和陶祠，屡毁
屡兴，每一朝代都不曾废弃，一直留存到今天。

菊花与酒———中国古代士人的精神家园

如果只有陶渊明的仕隐人生，而无陶诗，不是完整的陶渊明。陶渊明的人品，

不以诗文重，实以诗文显。陶渊明流传至今的作品有诗１２５首，另有文赋等１２篇，
以诗的成就最突出。陶诗从内容上可分为饮酒诗、咏怀诗和田园诗三大类，以田园
诗的成就最突出。他的田园诗恬静、真诚、简约，通过田园景物和田园生活，表现悠
然自得的心境。陶渊明无论春游、登高、酌酒、耕作，还是读书、谈心、聚会，无不化
为美妙的诗歌。写春天的早晨，“山涤余蔼，宇暖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写与
邻里谈天，“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陶渊明以对
自然的细腻情感和对人生的敏锐洞察，把田园的一切事物用诗文的形式浓缩成了
生活的柔情，婉约、清雅而又隽永，令人回味无穷。

最能代表陶渊明田园诗水平的，是他的《归田园居》和《饮酒》组诗。这些诗清
醇淡雅，寓意深刻，有很高的思想艺术性。如《归田园居（其一）》写辞官后如释重负
的感受：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
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
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
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在这里，南野，田园，方宅，草屋，榆柳，桃李，远村，墟烟，狗吠，鸡鸣，户庭，虚室，白
描景物，平平常常，只是稍加点染勾画，无一不渗透着诗人所赋予的性灵，与樊笼般
的官府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和反差，给人轻快自由的感觉。

又如《归田园居（其二）》写日常劳作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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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草
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
零落同草莽。

诗人在闲暇之余，随意畅想，不知不觉中，桑麻之属日有所长，丰收在望，一种爱惜
果实的紧迫感油然而生，日常关怀中流露出对生命的珍惜。

再如《归田园居（其三）》写播种的心情：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

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因为“草盛”，诗人早出晚归，披露湿衣，不仅不以之为苦，反而以之为乐，这种自食
其力的精神境界，正体现了诗人自力更生的生活态度。质朴而自然的语言风格，洞
开了诗人单纯真率的胸襟。

陶渊明从喧嚣的尘世来到清幽的田园，也经常反思俗世，或历数正统社会的污
浊，或抒发田园自然的快乐，借酒和菊花致意达情，欣喜舒畅的情趣溢于言表。如
《饮酒》：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
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其五）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觞虽独进，杯尽
壶自倾。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其七）
像历史上许多著名的诗人一样，陶渊明热爱饮酒。酒是他人生艺术化的一种

媒介，诗人意兴阑珊，从飞鸟还林，菊花自开的景象，联想到自己的归隐，悟出反朴
守真的哲理，不胜欣慰，本想说明白，却又不可言传。诗人的感受、自然的景物、人
生的哲理结合在一个完整的意境之中。诗人特别喜爱松、菊、孤云和飞鸟这些景
物，一经点化，成为诗人咏怀的意象。飞鸟返回山林，喻指诗人自己的出仕与归隐；
而菊花则是诗人孤芳自赏、守志不阿的隐逸品格的象征。陶渊明对菊花情有独钟，
用菊花的清雅倔强来操守自己的君子之节。后人也因这种不羡慕荣利，志存逸士
之节的品格，尊称他为“靖节先生”。

像这样的咏怀诗，除了《杂诗》、《咏贫士》、《读山海经》等表达对社会的认识和
对人生的体会、对尘俗和权贵的厌恶蔑视外，还有像《咏荆轲》这样一些借咏史而咏
怀，借对古代人物的歌颂或同情，抒发满腔悲愤，寄托坚强不屈意志的作品。如《咏
荆柯》：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剑
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

鲁迅把这类诗称作“金刚怒目”式，说：“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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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
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地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
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１４］

的确，陶渊明出世不离入世，精神深处沉淀着中国古代士人的文化传统。陶渊
明所忧所虑的，不仅仅是晋室的存亡，而且是对于整个以儒家哲学为基础人文关
怀。《桃花源诗并记》是陶渊明晚年的作品，是他走向更高思想境界的新发展。海
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陶渊明的诗就是陶渊明的家［１５］。诗人从仕途到田
园，再从田园到桃源，在这条回家的路上，以田园、菊花、酒和桃花源的方式实现了
自我的人生价值，抵达了真正的自然境界。随后而来的中国古代士人也在仕途上
失意了以后，或厌倦了官场的时候，纷纷走到这条路上，借菊花与酒安慰自己、保护
自己的心灵，王维、白居易如此，一直到苏轼、袁中郎等人莫不如此，近至周作人、林
语堂之流。过去论陶渊明，仅就其诗歌田园隐逸风格开创谈得多，其志趣兼收并蓄
开大雅风气谈论少；仅就其“忧道不忧贫”的儒家修为谈得多，其在儒士人格历史变
化线索中独立自由之新创人格高位谈得少；仅就陶渊明知识层面谈得多，其儒学之
生命精神、道成肉身的直观性谈得少。

儒学是中国的人学，陶渊明的诗文、修为和人性，反映了中国儒家人性品第历
史曲线上位于高端的风范人格。所以，读陶渊明，直观陶渊明格物诚意自竖立；在
中国人性人品形象的源流上，可以通过观照陶渊明的高地人格和大雅风范，直见儒
学之性命。

注释：
［１］林语堂：《四十自叙》，北京：北京宝文堂书店，１９９１年，第１２页。

［２］钱穆：《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教育》，《国史新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１
年，第１９９页。

［３］刘义庆撰、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７６０页。

［４］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第２１８５页。

［５］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１３７４页。

［６］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３６４页。

［７］刘义庆撰、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１２９页。

［８］何满子：《谢安与王导的区别》，《中古文人风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

１７８页。

［９］李泽厚：《美的历程》，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１０３页。

［１０］陶渊明撰、龚斌校笺：《陶渊明集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４１３页。

［１１］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２４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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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萧统：《陶渊明传》，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影印本），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５８年，第３０６８页。

［１３］余英时：《从传统“士”到现代知识人》，《文汇报》，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１６日。

［１４］鲁迅：《“题未定”草（六）》，《鲁迅全集》第６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

４２２页。

［１５］木斋：《陶渊明自然本体论（一）》，《天中学刊》，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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